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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省 １６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

融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距离是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物理距离、
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结果较为稳健。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社交

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影响不同，社交距离越大，对分散安

置户和城镇安置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越大。 因此，社会融入的提升需要不断促进搬迁户与原居民

的交往和互动，通过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相亲活动等形式，推动搬迁户与原居民有效交往，消除搬迁

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隔阂；努力为搬迁户营造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尽可能消除原居民对搬迁后的

歧视与偏见，避免双方因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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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生存环境较差的贫困户提供了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机会，
一是通过搬迁至经济较发达、资源较充足的地区，为他们的生活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１］ ，二是迁

入地相对优越的经济基础对他们产生正外部性，为自主减贫提供内生动力 ［２］ 。 然而，搬迁仅是

精准脱贫民生工程的第一步，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才是决定贫困户能否长期脱贫的重要

因素。 社会融入不仅反映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经济、文化方面的适应过程，而且在心理和身份层

面对搬迁户的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为搬迁户提供了可能改善其生活水

平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但搬迁户往往面临适应较慢、融入较难的问题。 贫困户由于较低的人

力资本存量，往往难以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处于有利位置 ［３］ 。 同时，移民搬迁打破了搬迁户原

有的社会网络，其在迁出地的社会资本在迁入地处于失效状态 ［４］ 。 因此，为巩固易地扶贫搬迁

有效脱贫的成果，保障贫困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结合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的搬迁特征，梳理出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更有效的驱动因素。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社会融入是指搬迁户单向地在迁入地的主动融入，反映了该群

体在迁入地的包括经济、社区、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入等多个层面的适应情况 ［５］ 。 易地扶贫搬迁

群体如何在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

０９

　 　



了大量的有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公共服务政策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的主要因

素之一，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等。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搬迁户在迁入地取

得工作的上限，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稳定，收入相对越高，这会促进其在迁入地的社会融

入 ［６］ 。 健康的身体状况无疑是任何经济行为的重要基础，身体健康会影响每天的精力和心情，
对社会融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社会融入与积极的健康结果有关 ［７］ 。 除受教育程度和

健康状况外，技能水平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搬迁群体通过接受培训、学习新技术和经验积

累等不断累积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社会融入 ［８］ 。 社会资本反映了搬迁户家庭依赖社区而得到的

支持和指导，社会资本会使他们对社区产生更大的认同感，从而增加社会融入的可能性，因此，
在一个多民族的城市社区中，社会资本是成功实现移民社会融入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 ［９］ 。 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策可能减少搬迁户与原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促进城市

部门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入进程 ［１０］ 。 换句话说，移民搬迁群体在刚进入迁入地时，
其经济状况处于相对劣势，心理也较为敏感，生产、生活方式等还需进一步适应，在某种程度上

移民比原居民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更有利的公共服务政策，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是其社会融

入的催化剂，能够减少潜在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保障其社会融入 ［１１］ 。 二是从社交

互动的角度，研究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行为变化。 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如何促进搬

迁户的社会融入，但忽略了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与原居民互动的过程，即外部环境和原居民对搬

迁户的影响 ［１２］ 。 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例如有学者从搬迁户居住位置的角度分析搬

迁户在迁入地的福利变化，并认为搬迁户距离原居民越近，越可以加速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适应

过程 ［１３］ 。 除了物理位置，也有研究发现如果搬迁户与原居民存在较大的心理隔阂，可能会使搬

迁户逐渐远离原居民，被动减少了自身可获取资源的渠道，对其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

影响 ［１４］ 。 此外，原居民对搬迁户的融入产生较大的影响是排挤与偏见 ［１５］ ，即迁入地居民对搬

迁户的接纳程度会对搬迁户各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１６］ 。
以上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如何促进社会融

入时，忽略了搬迁户与原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并且对其中的驱动因素缺乏相关讨论，而这是

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二是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并且缺乏较为严谨的因果

分析，虽然有部分学者注意到物理距离、偏见程度等因素会对搬迁户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但未

对相关概念进行系统的定义，也未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在实证层面予以证明。 因此，本文试图从

社交距离这一视角出发，基于中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固有的特征，结合相关理论，分析社交距

离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并利用中国易地扶贫搬迁 ８ 省 １６ 县 ２０１９ 年截面数据加以实证验证，
以期为搬迁户在迁入地顺利实现社会融入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传统社会融入理论认为，移民搬迁群体和迁入地原居民群体在经历接触、冲突、适应、融入 ４
个阶段后，大多数移民搬迁户会接受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 ［１７］ 。 由于历史上大多数移

民搬迁群体在人口数量上都远远低于迁入地原居民规模，搬迁户都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基本会

形成 ３ 种社会融入结果 ［１８］ ：一是搬迁户被当地文化所同化，完全接受迁入地生活习惯、知识形

态，并以大多数普通人的状态融入社会；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抢占、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搬迁

户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搬迁户被排挤，沦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无论是在权利还是在资源

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搬迁户在与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不断重建自身的社会网络，发挥原

有人力资本优势，在迁入地转变为精英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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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无论是哪种融入结果，其核心过程都有一个共同阶段———接触，即搬迁户与原居

民的接触是社会融入的根本动力和核心基础 ［１９］ 。 那么，接触程度的前提是距离，社交距离的远

近决定了接触的难易程度和频率。 因此，社交距离是可能影响贫困搬迁户人力资本存量低、社
会资本失灵导致社会融入缓慢的因素。

本文着重考察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 这是因为社会融入相关研究较为强调

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和互动过程，本质上是由社交距离的远近所决定的 ［２０］ ，即社交距离可能

是解释搬迁户社会融入变化更为合理的因素。 而现有研究在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相关的分析

方面较为欠缺，本文的分析结论可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物理距离、心理距离以及受偏见程度等 ３ 种不同类型的社交距离中，物理距离对易地扶

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最为直接。 对本文而言，物理距离是指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空间和地理

层面的远近，反映的是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空间和地理层面相互接触的难易程度。 物理距离越

近，搬迁户与原居民在地理上接触阻碍越小，越有利于搬迁户融入社会 ［２１］ 。 俗语“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便是刻画物理距离与群体相互行为的典型代表 ［２２］ 。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距离这一因素

多与搬迁规划方案相挂钩，搬迁户难以改变这一客观事实。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物理距离对易

地扶贫搬迁户的影响相对外生。
心理距离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比较显著。 心理距离是指搬迁户主观上认为

自己与原居民交往的难易程度。 这一距离往往较难测度，但能反映搬迁户主动接近原居民的自

主动力。 换句话说，心理距离的拉近往往意味着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关系从陌生转变为熟悉，
这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息息相关 ［２３］ 。 此外，心理距离在社会融入层面对搬迁户心理归属感和

身份认同起引导作用，心理距离的变化意味着搬迁户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发生改变，而这些

都是社会融入的重要过程 ［２４］ 。
受偏见程度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虽然没有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那样直观，但其是制约

搬迁户融入原居民所在地的最大挑战和主要障碍 ［２５］ 。 对本文而言，受偏见程度主要反映搬迁

户遭受来自迁入地原居民歧视和排挤的情况。 受偏见程度越大，搬迁户在迁入地面临的潜在歧

视越严重，社会融入的难度也越大。 此外，原居民的偏见与歧视还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搬迁群

体的内部团结现象，从而进一步限制搬迁户在迁入地融入原居民的进程 ［２６］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社交距离是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社交距离越大，社会融入水平越低。
Ｈ１：物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Ｈ２：心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Ｈ３：受偏见程度越深，越不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课题组对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开展的跟踪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样本选取与数

据介绍如下：首先，依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充分参考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地

理区域分布、政策区域分布、安置模式和搬迁模式分布等因素，最终选取甘肃、陕西、四川、湖北、
湖南、贵州、云南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样本省份。 其次，按照地理分布、政策区域、搬迁规模等因

素，在每个样本省选择 ２ 个县，抽取 １５ 个来自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

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五大片区内的县（市） ，以及 １ 个五大片区以外的国家级扶贫重点工作

县，共计 １６ 个样本县（市） ，包括：甘肃省（古浪县、靖远县） ，陕西省（西乡县、紫阳县）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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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剑阁县） ，湖北省（秭归县、建始县） ，湖南省（沅陵县、平江县） ，贵州省（水城县、威宁

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县、田阳县） ，云南省（武定县、宣威市） 。 最后，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

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抽样，参照搬迁人口和搬迁计划，在每个样本县（市）选取 ２ ～ ３ 个乡镇，
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３ 个行政村或自然村，每个村随机抽 １ ～ ２ 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随机抽 ８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并随机匹配抽取 １ ～ ２ 户非贫困户的同步搬迁人口。 此外，为了保证

样本量的平衡，每个样本县（市）的样本规模应至少满足 １２０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和 １５ 户

非贫困同步搬迁人口。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６—７ 月开展基期调研，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分别进行两期跟踪调

查。 本文使用的样本主要来自 ２０１９ 年追踪调研的截面数据，原因在于 ２０１９ 年距 ２０１５ 年易地

扶贫搬迁启动基期间隔 ３ 年时间，是观测搬迁户社会融入变化的较为合适的时间分段；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已搬迁户不足 ５００ 户，样本容量较少，而 ２０１９ 年已搬迁户 １２３１ 户，可以较好地反映

其社会融入状况。 本文将使用该 １２３１ 户已搬迁人口作为研究对象。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１． 模型设定

为研究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间的因果关系，使用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作为基准回归的模型

设定形式，考虑如下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的计量模型：
ＳＩ ｉ ＝ β０＋β１ＳＤ ｉ＋β２Ｘ ｉ＋ε ｉ （１）

（１）式中，ＳＩ ｉ 表示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ＳＤ ｉ 为社交距离，在具体的回归方

程中分为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 ３ 类。 Ｘ ｉ 为影响社会融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

搬迁户的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特征、搬迁政策等。
２．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１）核心被解释变量：社会融入程度。 使用搬迁人口对自身社会融入的主观评价进行测度，
并标准化为 ０ ～ １００ 分。

（２）核心解释变量：社交距离，包括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 物理距离使用搬迁

户在迁入地距繁华集市的最短物理距离进行衡量；心理距离使用搬迁人口在与原居民交往的过

程中是否担心被骗的程度来衡量；受偏见程度采用搬迁人口在迁入地受到原居民偏见的主观感

受程度进行衡量。
（３）控制变量。 参照社会融入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性别、

年龄、是否党员、是否干部）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劳动力比例） ，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健
康状况、技术培训） ，社会资本（原有社会网络、新增社会网络） ，搬迁因素（安置方式、安置位置、
搬迁时间）等。

具体的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从核心被解释变量来看，搬迁户的平均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均值为 ４８．１８９ 分。 社交距离方

面，搬迁户距迁入地最近集市物理距离约为 ７．４ 公里，可见搬迁户离较为热闹的集市距离较远，
这可能与安置区的建设位置有关。 心理距离均值约为 ３ 分，说明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距离

较小，这可能与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以村内、乡镇内、县内安置有关。 受偏见程度在迁入地受到原

居民偏见的主观感受程度约为 ４．９ 分，搬迁户受到歧视与偏见的程度处于一般水平。
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受教育年限平均 ５ 年左右，基本为小学及以下水

平，这就意味着搬迁户凭借自身能力在迁入地很难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和经济回报，需要迁入

地配套技术培训、就业扶持等。 健康状况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本，健康的体魄是劳动力发挥作用

的前提，６１．７％的搬迁户身体健康，仍有较大比例的搬迁户身体不太健康，因病致贫也是贫困的

主要原因之一。 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赖以生存的重要人力资本是技术水平，易地扶贫搬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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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为所有搬迁户进行不同类别的技术培训及职业培训等。 从数据看，搬迁

户平均参加技术培训次数在 １ 次以上，虽然保障了每人都参加过培训，但次数较少。
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另一依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资本，由于搬迁户原有的社会网络在

迁入地可能失去作用，在迁入地新结识的社会网络则可能会更加关键。 从个人和家庭特征来

看，样本是针对户主进行问卷调查的，以男性为主。 搬迁户以中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 ５５ 岁左

右。 党员比例和干部比例均不足 １０％，搬迁户参与党组织与基层管理工作比例较小。 搬迁户家

庭人口数量为 ４ 人左右，劳动力占比 ６６％，平均来看搬迁户家庭大多以 ２ ～ ３ 个劳动力为主。
从搬迁因素来看，主要以集中安置为主，占比 ７５．５％，这也与“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

的 ７６．４％接近，进一步证明了样本选取的合理性。 城镇安置是主要的位置选择，占比 ６５．９％，其
可为搬迁户提供更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不考虑项目成本的情况下，城镇安置是较好的安置

方式。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搬迁户平均搬迁时间为 １６ 个月左右。
表 １　 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 受访者自身融入本地的主观评价（ ０ ～ １００ 得分） ４８．１８９ ２０．２３９

物理距离 距迁入地最近集市的物理距离（公里） ７．３７０ １０．９８０

心理距离 与迁入地居民交往是否担心被骗（ １ ～ １０ 担心程度） ３．００６ １．６４７

受偏见程度 在迁入地受到原居民偏见的主观感受程度（ １ ～ １０ 偏见程度） ４．８９８ １．９６４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５．１１０ ３．３５０

健康状况 健康水平（ １ ＝健康，０ ＝不健康） ０．６１７ ０．４８６

技术培训 参加技术培训次数（次） １．２４２ ２．９９５

原有社会网络 迁出地社会网络：原有朋友数量（人） ４１．３７１ ６６．７６１

新增社会网络 迁入地社会网络：新结识的朋友数量（人） ３１．１４０ ３９．７６０

性别 性别（１ ＝男性，０ ＝女性） ０．９２９ ０．２５８

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５５．０３０ １２．１２０

是否党员 是否党员（ １ ＝是，０ ＝否） ０．０８０ ０．２８０

是否干部 是否干部（ １ ＝是，０ ＝否）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０

家庭规模 家庭规模（人） ３．８４０ １．５３０

劳动力比例 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劳动力数量 ／ 家庭总人口数） ０．６６０ ０．２９０

安置方式 集中安置 ＝ １，分散安置 ＝ ０ ０．７５５ ０．４３

安置位置 城镇安置 ＝ １，乡村安置 ＝ ０ ０．６５９ ０．４７４

搬迁时间 搬迁时间（月） １６．３３０ ９．９５０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汇报了截面数据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１）—模型（３）分别是物理距离、心理距离

和受偏见程度对社会融入的估计结果，模型（４）是三类社交距离变量同时对社会融入回归的结

果。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无论是单个社交距离变量进入回归，还是 ３ 个社交距离变量同时进入回

归，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

明社交距离越远，社会融入程度越低，即社交距离的增加阻碍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
三类社交距离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其回归系数相较于分别进入回归方程时存在差异，但符号

相同，仅存在数值差异且差异较小。 因此，３ 个社交距离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对回归结

果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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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基准回归（Ｎ＝ １２３１）

变量名称 模型（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物理距离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４）

心理距离 －１．４９７∗∗∗（ ０．１８２） －１．３２６∗∗∗（ ０．１８５）

受偏见程度 －０．９３８∗∗∗（ ０．１５８） －０．６８７∗∗∗（ ０．１５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５）

健康状况 ２．１０８∗∗∗（ ０．６２７） １．７５７∗∗∗（ ０．６１７） １．８４５∗∗∗（ ０．６３３） １．４３２∗∗（ ０．６１２）

技术培训 ０．２６３∗∗∗（ ０．０７４） ０．２３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１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６）

原有社会网络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新增社会网络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性别 －１．２４１（ １．１１８） －１．１６７（ １．１３７） －１．２８２（ １．１２６） －１．２３６

年龄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是否党员 ２．０７７∗（ １．２３８） １．６３２（ １．２３４） １．６３３（ １．２５４） １．８２７（ １．１９９）

是否干部 ２．８５２∗（ １．６４０） ２．１４１（ １．５６２） ２．２６２（ １．６５９） ２．２０８（ １．５５９）

家庭规模 ０．５６３∗∗（ ０．２３２） ０．４０１∗（ ０．２３２） ０．４６０∗∗（ ０．２３２） ０．４０１∗（ ０．２２６）

劳动力比例 ２．５１８∗∗（ １．０３５） ２．３３８∗∗（ ０．９９６） ２．３６０∗∗（ １．０３５） ２．５２３∗∗（ ０．９９１）

安置类型 －２．１０１∗∗∗（ ０．７８８） －２．０２８∗∗∗（ ０．７７８） －２．２０５∗∗∗（ ０．７８３） －２．１４８∗∗∗（ ０．７６６）

安置位置 ３．８００∗∗∗（ １．１４９） ２．５８７∗∗（ １．０８７） ２．５９７∗∗（ １．１１６） ３．６８１∗∗∗（ １．１１９）

搬迁时间 ０．２４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２３１∗∗∗（ ０．０３４）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３）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６．６８１∗∗∗（ ２．９２４） ５２．７５０∗∗∗（２．９７３） ５２．４２０∗∗∗（ ３．１１０） ５６．５９７∗∗∗（３．０７６）

Ｒ２ ０．２３８ ０．２６２ ０．２４４ ０．２８７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符合本文的预期，且较为稳健。 首先，在人力资本

方面，以贫困户为主的搬迁户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描述性统计结果已显示搬迁户的平均

受教育程度在小学 ５ 年级，而回归结果中受教育程度始终不显著，可见贫困户的社会融入需要

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从贫困户自身来说，健康状况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健康的

体魄是搬迁户融入社会的基础条件；从迁入地配套扶持政策来看，搬迁户参加技术培训对社会

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 ［２７］ ，技术水平是决定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重

要因素之一。
其次，在社会资本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一致。 由于搬迁改变了搬

迁户的居住环境，其在迁出地原有的社会资本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出现失灵，这也与本文的回归

结果一致，原有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始终不显著。 而与之相对应，在迁入地新结识的社会网络

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网络为搬迁户提供了获取资源和适应生存的渠道。 在个人

特征及家庭特征方面，对比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性别、年龄、党员身份、干部身份这些个人特征

无法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起到促进作用。 家庭特征对于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则更为明显，家庭

规模、家庭劳动力比例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最后，作为搬迁的重要决定因素，搬迁政策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安置类型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集中安置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这可能与相关研究在群体

移民活动中发现的“内部团结”现象相似，即集中安置区内部会形成资源利益统一整合的现象，
减少甚至拒绝与迁入地原居民的交流与相处，典型的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形成的贫民窟，华人

移民形成的唐人街等 ［２８］ 。 安置位置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安置到城镇更有利于搬迁

户的社会融入，在不考虑政策成本的情况下，城镇安置应是易地扶贫搬迁解决搬迁户社会融入

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依赖于城镇地区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经济基础

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给予搬迁户更好的选择和机遇，促进其更快、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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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时间是决定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的另一因素，搬迁时间越久，社会融入也越顺利。
（二）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交距离分为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如果同时进入回归

方程，内生性将较为复杂且工具变量不好统一，因此，将 ３ 类变量分开进行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在搬迁时，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已经决定了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物理距离，因此可以认为

物理距离与社会融入之间较为外生，但是由于遗漏了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存在遗漏变量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予以解决。 本文选取家庭所在位置海拔高度和所在

安置区安置规模作为物理距离的工具变量，因为海拔高度和安置区规模会影响搬迁的规划和位

置，即以上两个工具变量与搬迁户和原居民间物理距离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同

时，选取的工具变量相对外生，不会直接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相

关性和外生性的基本要求。
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 ２ 个变量在对社会融入进行回归时，除了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外，还

存在较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 例如，随着心理距离的变化，社会融入会相应产生变化，当社会融

入得到促进或阻碍时，又会反过来影响搬迁户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因此存在由反向因果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受偏见程度与社会融入之间同样如此。 工具变量的选取以心理距离为例，本文

选取搬迁户所在安置区或村内其他搬迁户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和迁入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

扶相关政府文件或新闻中，心理距离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工具变量。 原因是其他搬迁户与

原居民间的平均心理距离会对搬迁户自身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产生影响，但其他搬迁户的心理

距离不会对其社会融入产生影响，政府文件或新闻中心理距离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同样不会直

接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但可能会影响搬迁户的心理距离，因此选取的 ２ 个工具变量符合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受偏见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工具变量选取的是除自身以外安

置区或村内其他搬迁户的平均受偏见程度，以及迁入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相关政府文件或

新闻中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原理与心理距离类似，故在此不再赘述。
物理距离回归方程中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以及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回归方程中的除自

身平均程度来自调研数据，而心理距离与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来自“爬虫抓取＋文

本分析”得到的数据。 具体做法是：第一，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的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方法抓取百度新闻中样本县关

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相关政策或新闻的数据，１６ 个县共采集 ８０ 页搜索结果；第二，利用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ｓｏｕｐ 将 ｈｔｍｌ 转化为纯文本，并利用 ｉｐ 池规避网站反爬虫，最终获取各样本地区的文本

文件；第三，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对各地区文本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分别将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相近字

词出现的频次进行计数和加总，最终生成关于地区的工具变量数据。 其中，心理距离的相近字

词选取为“心理距离、心理、信任、心连心” ，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选取规则为“受偏见程度、偏
见、公平、歧视” 。 各地区通过爬虫抓取和文本分析获取的数据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字频统计

省份 县城名称 心理距离频次 受偏见程度频次 省份 县城名称 心理距离频次 受偏见程度频次

甘肃省 古浪县 次数 ４ 次数 ２

靖远县 次数 ５ 次数 ６

陕西省 西乡县 次数 ５ 次数 ５

紫阳县 次数 ４ 次数 ８

四川省 宣汉县 次数 ７ 次数 ７

剑阁县 次数 ７ 次数 １２

湖北省 秭归县 次数 ７ 次数 １

建始县 次数 ０ 次数 ０

湖南省 沅陵县 次数 １１ 次数 ４

平江县 次数 ４ 次数 ０

贵州省 水城县 次数 ７ 次数 ０

威宁县 次数 ２５ 次数 ３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都安县 次数 １７ 次数 ４

田阳县 次数 ４ 次数 ２

云南省 武定县 次数 ０ 次数 ０

宣威市 次数 ３０ 次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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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归之前，本文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表 ４ 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结果，
其中模型（１）—模型（３）分别是 ３ 类社交距离对应的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表 ４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与统计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不可识别检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ｐ 值） ７．９８７（ ０．０１８） ２１．９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０９（ ０．０００）

弱工具变量检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５３．４３１ １５．１１４ １０．２１７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ｂｉ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１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８．６８０ ８．６８０ ８．６８０

１５％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５．３３０ ５．３３０ ５．３３０

２０％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４．４２０ ４．４２０ ４．４２０

２５％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ＩＶ ｓｉｚｅ ３．９２０ ３．９２０ ３．９２０

过度识别检验：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ｐ 值） １．２４５（ ０．２６５） １．５３８（ ０．２１５） １．４１９（ ０．２３４）

　 　 从不可识别来看，３ 个模型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对应的 ｐ 值均至少在 ５％水平上显

著，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秩条件成立的基本要求。 从弱工具变量

检验来看，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统计量均大于 １０％偏误下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

设。 在过度识别检验方面，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对应的 ｐ 值均不显著，意味着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

外生”的原假设，符合外生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计量检验

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回归，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５，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 １）—模型（ ３）分别

是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５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Ｎ＝ １２３１）

变量名称 模型（１） 模型（ ３） 模型（ ５）

物理距离 －０．１９３∗（ ０．１０４）

心理距离 －４．０１７∗∗∗（ １．３４３）

受偏见程度 －４．４８６∗∗∗（ １．３９６）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４２．０３１∗∗∗（ ２．９１０） ５９．５８６∗∗∗（ ７．０６７） ７２．５５９∗∗∗（ １０．７０２）

Ｒ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５

　 　 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至少在 １０％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与表 ２ 基准回归

的结论保持一致。 当考虑了遗漏变量，以及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导

致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社交距离增加会阻碍搬迁户社会融入这一结论是显著的且稳健的。

五、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中，无论是 ＯＬＳ 还是考虑内生性的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均表明，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二者呈现显著且较为稳健的负向关系，即社交距离的增大在不同程度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

入。 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从安置政

策和搬迁户特征 ２ 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与搬迁政策有关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两个变量始终表现出稳健的显著

性，说明不同的搬迁政策可能导致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存在异质性。 一方面，安置方式分为集

中安置和分散安置。 集中安置往往根据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有利于移民发展的大型

安置区；分散安置将搬迁户插花分布于原居民内部，其居住模式和生活环境与原居民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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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因此，社交距离对这两类安置群体的社会融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另一方面，安
置位置可以分为安置到城镇和安置到乡村。 这两类搬迁群体面对城镇和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

环境时，其社会融入也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２９］ 。
此外，由表 １ 可知，易地扶贫搬迁户平均年龄为 ５５ 岁，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５ 年左右，那么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及人力资本回报差异？ 本文将通过搬迁户年龄

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具体包括安置方式、安置位置和搬迁户特征 ３ 个方面，为方便分析

与比较，将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分开回归，并且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进行回归，
具体工具变量的选择与检验与表 ５ 保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使用解释变量

与异质性分析变量的交互项进行解释，在控制社交距离和异质性分析所关注变量的同时，加入

社交距离分别与安置方式、安置位置、搬迁户特征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相较于分组回归，使用交

互项进行异质性分析的好处是不需要做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只需要解释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即可。
表 ６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异质性分析（Ｎ＝ １２３１）

　 　 　 变量类别 物理距离 心理距离 受偏见程度

社交距离∗安置方式 －０．３１２∗∗∗（ ０．０５９） －１．００３∗∗∗（ ０．２３９） －０．４６９∗∗∗（ ０．１５５）

社交距离∗安置位置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７４８∗∗∗（０．２０５） ０．４３２∗∗（ ０．２０５）

社交距离∗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社交距离∗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６∗∗∗（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１４８ ０．２６７ ０．２４７

　 　 表 ６ 汇报了三类社交距离基于安置方式、安置位置和搬迁户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从安置方

式来看，安置方式与三类社交距离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

阻碍作用在分散安置户中更大，即分散安置户更依赖于社交距离的变化。 对于安置位置来说，
安置方式与三类社交距离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乡村安置，
城镇安置更依赖于缩短社交距离以增加社会融入。 安置政策与社交距离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

明，地方政府在促进搬迁户社会融入时更应关注分散安置户与城镇安置户与原居民间的社交距

离变化。
从社交距离与年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越大，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对于

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越大，即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对于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更大与年龄呈正

相关。 即相较于老年人群体，年轻群体更容易打破社交距离的限制，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

响存在代际差异。 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相关后续扶持政策时，应给予老年人群

体更多的关注和保障。
受教育程度与社交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心理距离对于社交距离的影响与受教育程

度呈正相关，这也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搬迁户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往

往更容易产生心理隔阂 ［３０］ 。 这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在迁入地可选择的机会就越多，
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更容易产生“逃离”心理，而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优势的低

受教育程度群体，则往往需要接受现实，主动接近原居民以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保障脱贫攻坚胜利果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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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方面。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最初阶段搬迁工程的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当下任务重心

已逐步向搬迁户迁入地后续扶持转移，其中如何保障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对于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成败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省 １６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一手微观调查

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距离是

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对社会融入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结果较为稳健，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

立。 此外，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因不同安置政策和搬迁户特征表现出

不同的影响，社交距离的增大对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对于分散安置户和城镇安置户更大。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贫困搬迁户自主融入

社会动力不足，缺乏有效引导，较为依赖社交距离等外界因素，而社交距离不是搬迁户单方面可

以改变的；二是贫困搬迁户由于较低的人力资本、脆弱的社会网络，在搬迁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

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更多后续扶持政策的支持，否则容易再次返贫；三是以集中安置为主

的易地扶贫搬迁，很可能由于迁入地原居民与搬迁户社交距离的增加，为保护自身的权益形成

“内部团结”现象，最终与原居民形成“对抗” ，不利于迁入地长期的稳定。
一方面，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强调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方面

不断接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和交往，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正常的

接触和交往因为社交距离过大而受影响，搬迁户并不能最终达到迁入地原居民的主流中层阶层

水平，最终演化为边缘群体或贫困群体，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初衷相违背。 另一方面，在搬迁户

缺乏良性的接触、互动的前提下，加上以集中安置为主的安置方式，会使搬迁户出于保护自身权

益而形成“内部团结” ，用以对抗来自迁入地原居民的偏见，这会使得搬迁户与原居民长期处于

对立状态，既无法达到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强调的均衡状态，也与部分同化理论中三类融入结果

不尽相同，而是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社会“唐人街”的社会融入现象。
因此，加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交往是保障搬迁户顺利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本文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后续扶持力度，通过技术培训

和职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保障贫困户的有效脱贫；第二，加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交往和互

动，通过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相亲活动等形式，促进搬迁户与原居民有效交往并拉近心理距离，
消除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隔阂；第三，为搬迁户营造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对原居民进行

积极引导，消除对搬迁后的歧视与偏见，避免双方因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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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张晨，马彪，仇焕广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２

（２） ：５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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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Ｃａｓｔｒｏ Ｆ Ｇ，Ｍａｒｓｉｇｌｉａ Ｆ Ｆ， Ｋｕｌｉｓ Ｓ， 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４） ：６６９－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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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谢桂华 ．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４） ：１０３－１２４．
［９］ Ｊｕｎ Ｈ Ｊ， Ｈａ Ｓ 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ｏｎｇｏ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４７：１２６－１３５．
［１０］Ｃｏｌｌｉｎｓ Ｗ Ｊ，Ｚｉｍｒａｎ 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ｉｓｈ Ｆａｍｉｎ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９， ７４：１０１３０２．
［１１］Ｌｏｂｏｄｚｉｎｓｋａ Ａ．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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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Ｂａｒｔｅｌ Ａ Ｐ．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Ｌ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９， ７（４） ：３７１－３９１．
［１３］ Ｑｉａｎ Ｚ， Ｌｉｃｈｔｅｒ 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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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ｈｌｅｔｓｏｓ Ｍ， Ｒｏｕｐａｋｉａｓ Ｓ． Ｎａｔｉｖ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４９（１７） ：１７３２－１７３６．
［１５］Ｅｇｕｉａ Ｊ Ｘ．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５６（１） ：４８－５８．
［１６］ Ｂｏｓｗｅｌｌ Ｔ Ｅ． ＡＳｐｌｉｔ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１８５０—１８８２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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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Ｇｏｒｄｏｎ Ｍ 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１９６４．
［１８］Ｐｏｒｔｅｓ Ａ， Ｚｈｏｕ 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Ｊ］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３， ５３０（１） ：７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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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Ｐａｇｎｉｎｉ Ｌ， Ｍｏｒｇａｎ Ｐ． 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 ９６（２） ：４０５－４３２．
［２１］Ａｋｅｒｌ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９９７，６５（５） ：１００５－１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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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侯亚杰，姚红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 Ｊ］ ．人口研究，２０１６，４０（ ２） ：３８

－４９．
［２５］ Ｐｈｉｎｎｅｙ Ｊ Ｓ， Ｍａｄｄｅｎ Ｔ， Ｓａｎｔｏｓ Ｌ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２８（１１） ：９３７－９５３．
［２６］Ｅｓｓｅｓ Ｖ Ｍ，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Ｌ Ｍ，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Ｔ Ｌ．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１９９８， ５４（４） ：６９９－７２４．
［ ２７］Ｍａｇｎａｎｉ Ｎ． Ａｄｕｌｔ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Ｉｔａｌ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５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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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Ｊ Ｍ， Ｎｅｅ Ｖ．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７， ５２（６） ：７４５－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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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２２（４） ：１５３－１６９．
［３０］ Ａｋｈｔａｒ Ｓ． Ａ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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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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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 ＭＡ Ｂ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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